
2021年4月3日，武汉的公墓员工于清明节期间参加集体葬礼。图：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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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封城、转黄码，中国地方官员为何频频过度防疫？

“（中央）本意可能是想要地方相互竞争，找出更有效、成本更低的防护措施。但结果就是，大家都选择了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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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汇总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从10月17日陕西省发现6例本土确诊

病例至11月15日，本轮疫情已有1328名本土感染者，波及21个省份。


随着疫情扩散，各地政府严苛的管控手段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引起最大民意反弹的是扑杀宠物事件。11

月12日，江西省上饶市两名防疫工作人员，在位于中风险地区的市民傅女士被带去酒店集中隔离后，进入

其家中扑杀了宠物狗。根据傅女士的自述，两名工作人员是“撬门而入”。11月13日，上饶市信州区政府发

布通告，称两名工作人员对宠物狗进行了“无害化处置”，并称已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扑杀宠物并非孤例。2020年2月，江苏省无锡市一位市民在隔离期间，其宠物猫被社区活埋。2021年9月

27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名确诊患者所养的3只猫，也被社区执行了安乐死。


大面积的封城、停摆、全员核酸检测成为出现疫情城市的共同选择。11月10日，郑州市通报，本轮疫情发

现本土病例50例，集中隔离1.18万人，居家隔离12.6万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有人居家抗疫，近万

名旅客被困当地数周，其中4476人为60岁以上的老人；一辆进京的高铁列车在河北省沧州市中断行程，

隔离车厢内134人；许多省份暂停了省际交通。


“精准防控”几乎不可见，取而代之是无差别的管制。10月30日，黑龙江省黑河市户籍人员的健康码统一变

为黄码，包括不在当地生活的人。同一天，江西省铅山县宣布，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将红绿灯全部调整为

红灯。11月4日，辽宁省庄河市也将全市红绿灯转为红灯，并用公交车封路。


11月3日，成都市公安局公布有8.2万人存在“时空伴随风险”，需要报备并做核酸检测，其中部分人健康码

转为黄码。“时空伴随者”指的是手机信号曾经与感染者短时间接触（包括信号的漂移）的人，空间范围比

“密接者”更大。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时空伴随者的管理方法不合

理。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8055225414410.html


和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相呼应的，是对各地官员的严厉问责。据《新京报》报道，本轮疫情中，北京昌平

区有10人被问责，内蒙古额济纳旗旗委书记被免职，河北深泽县副县长被停职，内蒙古、甘肃、青海、河

北等地多位卫生系统负责人被免职。

11月1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


清零，是执政者的“胜利叙事”，在海外陷入一波又一波疫情之际，延续着中国民众对执政者的信心。两年

来，对“动态清零”的坚持，如何影响了官员的考核标准和地方政府的执政思路，又如何催生出不断加码的

防疫政策？它以限制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为代价，并进一步挤压反思、调整防疫政策的空间。如

今，还有喊停的可能性么？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3625528014641.html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1/13/c_1128061038.htm&sa=D&source=docs&ust=1637069795592000&usg=AOvVaw2B7-teruPdHziwXPT5ibrF


2021年8月24日，北京后海的一个购物区，一名男子在路人的注视下出售小猫。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从武汉疫情问责开始 


没有防住疫情输入、造成疫情爆发和外溢的城市，必有一批官员会被问责，已经成为武汉疫情以来的既定

事实。

2020年2月13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是中国迄今因2019冠状病毒疫情被问责的最高级别

官员，也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除了因反腐而落马的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甘肃省委书王三运之

外，首位被问责的省委书记。新华社报道湖北省主官的替换，用了“职务调整”一词，一年后，蒋超良到全

国人大任职，平安落地。

蒋超良被免职同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也被免职。和两位党委书记搭档的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湖北省省

长王晓东，则在2021年1月和5月分别辞去职务。由于瞒报疫情和调配物资不足等问题，以及在媒体面前

应对失措，四人公信力尽失，当时被中国网民讽刺为“湖北F4”。

湖北省层面还有湖北卫健系统六名官员被问责，当中四人被免职。其中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1月30

日在中央电视台镜头前，对中央督查组的询问“一问三不知”，新闻播出当天晚上就被提名免职，问责时间

甚至早于湖北省委卫健委官员。

除此之外，从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到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均有干部被问责。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杂

志》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中旬，湖北省处分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党员、干部3000多人，其中厅局

级10多人，县处级100多人。



根据2019年生效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主要分为：通报，诫勉，组织

调整或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免职是组织处理中的一种，若不伴随其他处分，一般会保留原先职级。比如

蒋超良虽然被免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但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今年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依旧是省部级干部。

通常所说的问责，指的是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党纪处分，针对党员），政务处分（针对公职人员）。三

种问责既可单独使用，也可合并使用。比如2020年2月1日，在许多医院从红十字会领不到口罩的情况

下，一名男子去领了一箱3M口罩并称是“给领导配的”。3天后，武汉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国华被处以免职、



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三种问责，理由是“违规领取口罩”。

对比中共十九大之后的重大社会事件，武汉疫情是首次问责省委一把手。2018年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

分管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吉林省副省长被免职。2019年的江苏响水爆炸事故被国务院定性为“特别重大事

故”（安全生产事故的最高级别），最终对负领导责任的两位江苏省副省长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和政务记

过处分，并未免职。

武汉疫情的问责强度比肩2003年的北京非典疫情（SARS）。当年4月8日，因不满北京当局瞒报疫情，医

生蒋彦永接受《时代》杂志采访讲出实情，引起国际关注。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

学农被免职。2004年《南方周末》的回顾报道引用匿名人士的话，“免了两个人，比发任何文件效果都

好，起到震慑作用。都愣了，本来忙着抓GDP、招商引资，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08/09453643620.shtml


2020年2月21日，在武汉封城的情况下，武汉女子监狱一名刑满释放人员，由监狱干警送到高速收费站

口，交给家人接回北京。而就在1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提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说法（“输

出”指武汉疫情向其他城市输出）。此事引发了对湖北省司法厅、湖北省监狱局、武汉女子监狱、武汉市东

西湖区公安分局的全方位处理。

3月2日，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谭先振被立案审查调查（后被免职），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

兼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刑罚执行处处长等人均被免职及立案审查调查。除此之外，武汉女子监狱

原党委书记兼监狱长、副监狱长、刑罚执行科科长、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也均被免职并立案审

查调查。

此案也导致北京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被处分，因为疾控中心接线人员在2月19日时答复咨询称

武汉人员可以进京。

这种问责速度及强度，在后续其他城市疫情爆发时也得到延续。 




2021年8月19日，2019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海口市云龙产业园解除了为期14天的封锁，工作人员拆除了护栏。摄：Luo

Yunfe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为何坚持“清零”？ 


2020年3月18日，武汉封城第56天，首次没有本土新增确诊病例。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中国的

防控策略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从“外防输出”到“外防输入”，中国的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和民间舆论都开始积极拥抱政府主导的胜利叙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8日的表彰

大会上定调：“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

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抗疫的成功一扫武汉疫情引发的民怨，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2020年5月22日，中国境内首次实现病例零新增、零死亡，而同一时间的全球疫情大爆发，中国政府一边

巩固“胜利叙事”、一边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抗疫进行猛烈批评。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为武汉疫情撰写“正史”，叙事中不再存在瞒报，而是积极作为：第一时间报

告疫情，迅速采取行动，主动向世界通报疫情。在中国官媒的报道中，美国疫情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长期

位列全球之首，是“抗疫失败国”，对疫情的扩散负有责任，甚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度提出“疫情起源于

美国”的说法。

此后，疫情在中国不同城市相继爆发。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武汉疫情之后，中国共有30多起本土

聚集性疫情。全面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封城等严厉管控措施也逐渐日常化，以实现“动态清零”。对官员

的问责也进入“零容忍”阶段。

2021年5月，广州发生“早茶传播链”疫情，先后170人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尽管疫情很快受到控制，

并未扩散，依然有20名官员被问责。两位广州市副市长分别被诫勉处理和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广州市卫

健委主任党组书记则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湖北省官媒《楚天都市报》甚至提

出疑问，“广州当时应对疫情表现不错，此次问责是否过猛？”

https://www.mfa.gov.cn/ce/cgak/chn/xwdt/t1786730.htm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1-08/13/content_14014160.html


问责的速度也延续了武汉疫情时的“走马换将”，尽管后来的疫情规模和造成的损失都远小于武汉疫情。7月

30日，河南省郑州市发现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第二天郑州市委就免去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付桂荣

职务，之后又有9人被问责和调查。郑州疫情只造成90例确诊， 没有人死亡，并且当时郑州正在经历特大

暴雨引发的水灾，但这些并没有成为豁免“零容忍”的理由。作为对比，河南水灾造成了302人死亡，迄今4

个月未有调查结果公布，也未有问责。

在防疫上对官员进行严厉问责，得到了舆论普遍的认可。2020年8月，新疆乌鲁木齐等城市在疫情管控中

的大量“一刀切”措施引发当地人的不满，许多人在微博发声批评政府，称“逼疯我们的不是疫情，是新疆政

府的管理”。但这种强力的控制手段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不少人在网络上为政府的防控政策辩护：“不封起

来乱走更控制不住”，“支持新疆严格落实封闭管理措施，眼看新疆越来越好了，某些人坐不住了，不安好

心带节奏”。

2021年7月30日，长沙南站的乘客使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登记。摄：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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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目标下，官员执政思路的变化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903-mainland-xinjiang-second-lockdown/


在严厉的问责机制下，防控疫情关乎官员仕途，几乎成为地方政府唯一的目标。杜克大学博士政治科学系

候选人朱洪申采集了2020年1月1日至4月28日之间329个中国城市的数据，研究了地方官员如何在恢复经

济（包括完成脱贫目标）和防控疫情之间做平衡。

他告诉端传媒，惩罚湖北和武汉的主官是因为他们的失误导致了全国疫情，全国花了数月时间才被控制

住，这种惩罚是以结果论的。“中央或者上级政府主要是看结果。你的结果不好，他再去找你的行为里面有

什么做得不够严格的地方，再去给你归错。”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廉政研究院副院长谷志军在一篇论文中也提到，中国问责实践的内容主

要集中于行政结果环节，其次是在行政执行环节。相比较而言，针对行政决策环节的问责则非常稀少。

https://m.aisixiang.com/data/91234.html


2020年1月30日，武汉封城一周后，国务院扶贫办要求各省份暂停对脱贫工作的考察，把防疫作为“当前

最重大的政治任务”。2月6日，李克强召开中央会议，要求各地恢复正常生产，脱贫目标也同时恢复。2月

13日，《人民日报》发文，提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的目标。

但朱洪申发现，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响应“双胜利”的提法，他说：“疫情和经济两个目标是争锋相对的，我的

研究是想看看（地方政府）是怎么平衡的，最后发现其实没有平衡。大家都选择了一个简单粗暴但是行之

有效、风险很低的方式，就是封城。并没有用更柔性的方法达成经济发展和疫情控制的两个目标。”

只有肩负脱贫任务的官员短暂地放开了城市的封锁，而一旦脱贫完成，他们就立即施加更严格的封锁以应

对疫情。朱洪申告诉端传媒，脱贫攻坚也是硬指标，根据中央的规定，在脱贫之前贫困县的党政正职不调

整、不调离。“只要地方官员完成了消除贫困的任务，他们就会从晋升的冻结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正常的

职业发展轨道上。”朱洪申在论文中写道，第一个和第二个带领本县脱贫的县级领导都得到了丰厚的奖励。

2021年9月8日，北京的一场暴雨中，一个男孩坐在他母亲的塑料雨衣里，等待红绿灯过马路。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越接近扶贫目标的城市面对疫情时会更少使用封城措施，离扶贫目标很远的城市面对疫情时会更多使用封

城措施来迅速压制疫情。说明官员在面对两难目标的时候，不会multitask（多任务处理），而是先集中解

决能快速解决的 再跳到另一个 而不是中央要求的‘两手抓’ ”朱洪申说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31/content_5473405.htm


决能快速解决的，再跳到另 个，而不是中央要求的 两手抓 。 朱洪申说。

朱洪申告诉端传媒，有许多国家采用了全国封城（national lockdown）的做法，中国虽然也有能力实现

全国封城，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政策目标设定为“减少感染“（清零），允许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措施。“本

意可能是想要地方相互竞争，找出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防护措施。但结果就是，大家都选择了一个简单

粗暴但是行之有效、风险很低的方式，就是封城。”他的论文提到，“封城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由于它

的成本很高，所以它是一种强烈的努力信号。官员们会指出他们无懈可击地执行了封城，作为自己防疫失

败的借口。 ”

纪委监委的力量也在问责系统中越来越可见。一方面，造成疫情输入或扩散的官员会被迅速问责，另一方

面，纪委监委派出的大量监察组“下沉抗疫一线”直接指导，比如2021年7月成都疫情发生时，驻市卫健委

纪检监察组在医院、菜市场、社区监督，全市一共有149个监督检查组，合计640人。

现有的纪委监委体制形成于2018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会议上，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地位从国务

院的一个部委（监察部）上升为最高国家监察机关。“一府两院”（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体制

也由此转变为“一府一委两院”。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共党内的反腐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现任

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同时是纪委副书记，受纪委书记赵乐际领导。

新的监察系统不仅横向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向中央一级的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而且建立了垂

直的汇报体制——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此外监察职能还在向乡村一级延伸。地方监察委员会主要

由中央和上级监察委员会控制，而不是由同级党委控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几乎扩张到全社会，国企的管

理人员、老师、医生、基层居委会工作人员都在监察范围内。

浙江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叶强在发表于《求是》的一篇文章中，将纪委监委在疫情防控中的角

色表述为：精准追责问责，推动战“疫”责任层层压实。

失去弹性的清零政策 


“动态清零”坚定执行一年后，民间的支持声音也显露疲态。2021年8月2日，在南京疫情快速向其他省市

扩散的时候，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表文章，称中国需要“与病毒共存”的智慧。

张文宏的发声惹来不少反对和攻击，中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发文反驳，称只要坚持“外防输入”，“一定能够

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之后，张文宏被一个网民举报论文抄袭，大量支持张文宏的人则发

起了“保护张文宏”的行动，以肯定他对“零容忍”政策的不同声音。

9月，云南瑞丽因抗疫而长时间停摆的事实进入公众视野，也引发了不少对清零代价的的质疑。11月7日，

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指出长远来看清零的目标已

https://opinion.caixin.com/m/2021-08-16/101755681.html


不可能实现，他在采访中呼吁，“不要动不动就全员检测核酸， 我觉得检测抗体比较重要。”管轶的采访视

频很快被全网删除，但引起不少争论，一些网民接着发问接种疫苗后是否能检测出抗体，另一些人则质疑

管轶的动机，并指责他在武汉疫情初期所说的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十倍起跳”造成了医疗资源挤

兑。

2021年6月9日，武汉居民于一个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后等待观察。图：Getty Images

11月8日，在成都公布“时空伴随者”的消息之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三

位教授发出“紧急建议”，对大规模筛查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并表示“应该关注由于黄码范围扩大的社区筛查

带来的医疗资源挤兑、卫生资源耗费、公众恐慌情绪增长和人民正常工作生活被干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

应考虑该措施在今后新冠疫情长期的常态化管理的可持续性。”多名论者对三位教授的不同声音表示“肃然

起敬”。

偶尔，地方“层层加码”、“一刀切”会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问责。根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的通报，

2021年1月1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在域内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对国内返回肇州人员采取“21天集中

隔离+7天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的管控措施。肇州县委书记王恩龙因此被批评教育，肇州县委向大庆市委

作书面检查。1月16日，绥化市肇东县在域内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限制人员乘火车和经陆路卡口进入肇

东 同样“引起媒体炒作” 当地主政官员也被市纪委监委批评教育

https://user.observersnews.com/main/content?id=630594&s=fwtjgzwz
https://mp.weixin.qq.com/s/ayTbgJNm128MvfPSF2gT5g


东，同样 引起媒体炒作 ，当地主政官员也被市纪委监委批评教育。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通报时，重点提到两地的应对“引发舆论炒作和批评”、“引起媒体炒作”，对官员的问责

也是程度最轻的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

更多时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指的是防疫不力而非防疫过度。 


今年10月30日，黑龙江省黑河市新增18例确诊病例，黑河市户籍人员统一变更为黄码，包括长期在外地

生活的黑河市户籍人员。这种基于户籍而非行程码的管控措施，引起不少批评，《中国青年报》评论称其

为“过度防疫”，但更具权威性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此事时，均采取了正面口径，称其是“为了严防

黑河市疫情外溢”。黑河市的官员并未因此受到纪委监委的问责。同一天，江西省铅山县宣布将红绿灯全部

调整为红灯，以此做为疫情防控措施，事后也没有被问责。

尽管争议持续不断，中国官方似乎并无放弃“清零”的打算。11月13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接受采访时说，“现阶段坚持动态清零策略是成本效益较高的选择”。

《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8日发布了一篇报道《新冠病毒“零容忍”政策彰显人民立场制度优势》为“零容

忍”政策辩护，报道称选择消极抗疫的国家是因为没有能力清零。《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发表了同

样的看法，他批评西方媒体把矛头集体对准中国的清零政策，“西方舆论就是很想把中国‘拉下水’，让我们

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变得跟他们‘一样烂’。”

“现在大家是骑虎难下，地方政府仍旧握有防控的权力，他们直觉就是继续严抓防控。如果中央想放松清零

政策的时候，他们可以减轻惩罚地方官员。不过这个可能暂时不会发生，就算是公众也没有准备好清零的

准备。”朱洪申说。

实习记者卓琳、唐映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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